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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托运人会基于各种原因行使控制权向承运人发出改港、退运等指示。《鹿特丹

规则》引入的货物控制权是海上货物运输途中保障货物权益的重要法律制度，对与国际航运接轨有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海商法》中缺乏对货物控制权的规范，《合同法》第308条规定的托运人权

利性质存在争议且适用情况不一，导致海运实践及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许多争议问题。本文以最高院发布

的第108号指导案例为视角，结合我国立法及司法现状，剖析其中所反映的相关货物控制权问题，以探

讨我国确立海运货物控制权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及具体规则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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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by sea, the shipper will, for various reasons, exercise the right 
of control to issue instructions to the carrier to change ports, return shipments and so on. The right 
of control over goods introduced by the Rotterdam Rules is an important legal system for safegu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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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goods during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by sea, and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aligning with international shipping. However, currently there is a lack of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goods in China’s Maritime Law. The nature of the shipper’s rights stipulated in Article 308 
of the Contract Law is controversial and the application is inconsistent, leading to many controver-
sial issues in maritime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guidance case No. 108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s the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situation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issues of goods control rights reflected in i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ath selec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goods control rights in China and sugges-
tions for improving specific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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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货物控制权，是指货物在承运人掌管期间，在不妨碍承运人的正常营运或其他货主利益实现的条件

下，控制权人根据货物运输合同享有的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变更目的地或变更收货人等的权利[1]。货

物控制权其本质是传统合同法下规定下的货物处置权，在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法律中均有相似规定。

铁路、公路、航空等运输领域的国际公约也早有关于“货物处置权”的规定。在海运领域，《鹿特丹规

则》首次以专章形式引入货物控制权制度，是对传统海商立法的重要突破，也是对海运实践变化的回应。

而具体到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海商法》中缺少对货物控制权的规范，甚至根本未涉及货物控制权问

题；此前的《合同法》第 308 条(即现行《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九条，以下统一表述为《合同法》第 308
条)虽对托运人的变更解除权作出了规定，但其调整的是广义上的运输关系，而非限定于海上货物运输法

律关系，且就该条所规定的权利性质仍存在许多争议，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该条文的适用情况各异，亦

即意味着我国在货物控制权制度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就我国立法及司法现状下的海运货

物控制权制度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货物控制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设想及建议。 
本文择取最高院第 108 号指导案例“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 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案”为切入视角，以该案裁判过程中的争议焦点折射出我国当下海运货物控制权制度存在

的相关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2. 案例基本情况 

(一) 基本案情 
2014 年 6 月，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通过货代向 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马士基公司)订舱，马士基公司自宁波港承运一批不锈钢产品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贸易方式为

CIF，并于同年 6 月 28 日装船出运。2014 年 7 月 9 日，隆达公称发现货物运错目的地要求改港或者退

运，但由于距抵达目的港不足 2 天，马士基公司回复称无法安排改港，如需退运则需要与目的港确认后

回复。马士基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向隆达公司签发一式三份正本提单，收货人及通知方均为

VENUSSTEELPVTLTD。其后隆达公司又提出能否在货物退运后将其原船带回，马士基公司认为原船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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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具有操作性，且货物在目的港卸货之后需要由收货人在目的港清关后再向当地海关申请退运，经海

关批准后才可安排退运事宜。1 
货物于 2014 年 7 月 12 日左右到达目的港后，马士基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向隆达公司签发全套

正本提单，而隆达公司由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称其决定按照马士基公司要求申请退运，但此时涉案货物

已被目的港海关拍卖，双方也因此纠纷成诉。 
(二) 争议焦点 
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结合审判过程，双方之间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1) 隆达公司是否享有改港或退运的权利 
隆达公司诉称按照《合同法》第 308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九条，其作为托运人以及全套正本提单持有人，

应当对货物享有完全的控制权，因此在货物到港之前享有要求改港或退运的权利，而马士基公司未按

照指示作出相应安排，也未举证有任何免责事项，因此马士基公司应当承担未履行该义务而导致的货损

责任。 
马士基公司则认为在其与隆达公司签订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其并不负有必须按照隆达公司指示

将货物改港或退运的法定义务，隆达公司所谓的退运或改港是一个新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显然合同

的订立依赖于双方的意思表示相一致，马士基对于隆达公司提出的改港或退运要求都已做出相应回复，

在快到港的情况下将货物原船带回都不具有可操作性，能否改港或退运也需要由收货人清关并经海关批

准后才可安排，马士基公司并无义务也未同意过隆达公司提出的退运申请。且即便隆达公司行使的是中

途停运权，而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也不必然约束作为承运人的马士基公司。 
2) 马士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货损责任 
隆达公司认为按照《海商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马士基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在其责任期间内妥善

谨慎地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货物，而以集装箱装运的该货物到港后仍在马士基公司掌控之下，其未

尽到妥善保管货物的义务或已实施无单放货，对于货物的拍卖也未履行告知义务，严重违反了承运人的

管货义务，从而导致了隆达公司的提单物权落空，应当承担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隆达公司认为马士基

公司称货物被海关强制拍卖，据此主张依法免责没有依据，马士基公司提供的斯里兰卡海关产业与服务

局出具的货物拍卖通知并不能证明是海关强制拍卖货物，马士基公司主张的货物到港即被海关监管并不

是法定免责事由，因此马士基公司违反承运人职责且无任何法定免责事由，应当承担货损责任。 
马士基公司辩称其已将货物运至目的港，并未有任何管货不当情形，马士基公司本身并未得到目的

港海关关于拍卖货物的及时通知，也并不负有向托运人隆达公司告知拍卖事宜的通知义务，货物被目的

港海关拍卖属于目的港政府的行为，为承运人的法定免责事由。马士基公司也在再审中提出，浙江高院

的二审判决中加重了承运人的通知义务，显失公平。 
(三) 法院判决及理由 
1) 一审法院判决及理由 
在宁波海事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中，认定隆达公司作为托运人和正本提单持有人，在明知货物无法

安排改港和退运的情况下，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货，在目的港也无法清关，理应及时关注货物状态并及

时采取自行提货等有效措施，但在货物到港 10 个月后才提出要办理退运，但货物已被目的港海关拍卖，

因此相应货损风险应当由隆达公司自行承担。同时也不支持隆达公司提出的马士基公司未履行改港、退

运指示违反法定义务的主张。 

 

 

1参见(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 5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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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审法院判决及理由 
隆达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浙江高院观点认为根据

《合同法》第 308 条规定，在马士基公司将货物交给收货人之前，隆达公司作为货物的托运人，可以要

求马士基公司进行退运或改港。而对于货损的赔偿责任问题，浙江高院认为马士基公司既没有对隆达公

司要求办理退运的邮件作出明确回复，又未在货物卸载后通知隆达公司自行处理，使得货物处于无人看

管状态，对货物的拍卖情况也未及时通知隆达公司，违反了承运人的谨慎管货义务，应当对货损承担赔

偿责任。同时，考虑到隆达公司自身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货物进行处置，对货损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法院酌定责任比例为 50%。2 
3) 再审法院判决及理由 
马士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院在再审中认定：由于《海商法》中

并未对航程中托运人要求变更货物运输合同的权利进行规定，因此可以适用《合同法》第 308 条，但该

条的适用仍应受到《合同法》公平原则及《海商法》基本价值取向的限制，托运人根据《合同法》第 308
条所主张的权利不得使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显失公平，而隆达公司在距到港不足两天

的情况下要求改港或退运，不具有可操作性且会给承运人及其他货物的托运人或收货人带来较大损失，

要求承运人无条件按照托运人的指示进行改港或退运明显显失公平，因此认定马士基公司未安排退运或

改港并无不当。而关于货物被拍卖的货损责任，最高院认为马士基公司在目的港因无人提货而将货物卸

载至目的港码头符合《海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同时依据该条规定，马士基公司卸货后所产生的费

用和风险都应由收货人承担，隆达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马士基公司存在管货不当的事实，因此马士基公

司无需承担货损责任。此外，最高院还指出，一审、二审中都涉及到了对《无单放货司法解释》规定的适

用，但该司法解释与本案事实及争议的法律问题都不符，不应适用。因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最终最高院

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3 
基于该案的审判过程，可以看到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争议，如在《合同法》第 308 条在海上货物运

输领域能否适用？该条所规定的权利的性质界定？托运人依据该条主张变更运输合同是否应受到相应限

制？这些由于法律规定空白所延伸出的诸多问题在该指导案例发布后值得进一步探讨与明确。 

3. 本案所涉货物控制权问题研究 

(一) 货物控制权研究现状 
就货物控制权制度本身而言，2008 年《鹿特丹规则》通过后曾掀起货物控制权的研究热潮，在目前

《海商法》的修改背景之下也不乏对货物控制权的探讨，对货物控制权的研究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段化特

征，且主要是结合《鹿特丹规则》内容进行理论研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货物运输视角下货物控制权的

权利性质、《鹿特丹规则》中货物控制权制度内容及存在问题、货物控制权制度必要性以及我国货物控

制权制度立法空白四大方面问题。早期研究最为集中的货物控制权权利性质问题，形成了形成权说、请

求权说、混合性权利说等诸多学说，胡长胜指出货物控制权是债权已形成主流观点，根据《鹿特丹规则》

第 52 条货物控制权的行使条件，可见并不具备形成权可由单方意思表示的特征[2]。吴煦、司玉琢认为

货物控制权的指示对象不具有对世性，具备债权的第一大特征，且由于货物控制权是由权利主体单方意

思决定变更收货地和收货人，因此是形成权而非请求权[3]。在本文所讨论的我国关于货物控制权制度立

法问题上，黄竹智、王纯强指出《海商法》下缺乏明确的排他“控制权”规定，将其向《鹿特丹规则》下

的货物控制权过渡属于扩大解释[4]。货物控制权虽是海上货物运输中的一种常见权利形式，但要研究如

 

 

2参见(2016)浙民终 222 号。 
3参见(2017)最高法民再 412 号。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8764


陈婉玲 
 

 

DOI: 10.12677/ojls.2024.128764 5360 法学 
 

何在我国法律中加以引入和完善，不可避免地要与民法体系下第 308 条所规定的托运人解除权作比较，

厘清二者关系。而《合同法》第 308 条与中途停运权和货物控制权的关系一直未能明确。袁发强认为第

308 条是从合同之债角度规定的货物控制权利，属于中途停运权[5]；赵亮则认为第 308 条就是我国货物

控制权的一般规定，只是在《海商法》中没有再进一步特别规定[6]；而在《民法典》时代，也有学者仅

将其简要述及为服务合同内部类型中的运输合同下货物托运人的任意解除权，货运合同本身未能得到民

法学者的单独重视[7]。总体而言，海商法学者主流观点对《合同法》第 308 条在海上运输领域的适用持

否定态度。例如曹健认为第 308 条作为一般法制度规定并非针对复杂的海上运输需求设计，在海上运输

中缺乏操作性[8]。傅廷中教授从承运人归责原则、运输单证等诸多方面都具体分析了第 308 条规定与国

际海上运输法中的控制权存在的原则性冲突[9]。李根、徐一也认为第 308 条的规定并不完全适合于有提

单等运输单证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无法解决国际贸易领域买方的货物控制问题，尤其是载运输单证未

依约、依法转让前，货物控制权是实际托运人最重要的物上请求权，需要由《海商法》来对货物控制权

作出明确和可操作性的规定[10]。司玉琢、吴煦主张在立法技术的模式选取上，应该优先考虑在运输法上

进行规定的路径，为了保障国际贸易中占据主流的提单交易的安全与效率，货物控制权模式要优于中途

停运权模式[11]。综上，对《鹿特丹规则》下货物控制权以及《合同法》第 308 条的辨析不仅关乎着其在

具体海上货物运输案件中的法律适用，也是明确海运货物控制权制度路径选择和完善规则需首要厘清的

问题。 
(二) 司法实践争议 
在海上货物运输领域的司法实践中，货物控制权问题最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托运人能否援用《合同

法》第 308 条的规定来主张在货物运输途中向承运人发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

物交给其他收货人的指示。经过类案检索，对此持赞成或否定态度的相关生效裁判文书约各占一半。

有法官认为《合同法》第 308 条为一般法且规定得较为宽松，而《海商法》作为专门调整海上货物运输

得特别法，其第 89 条较之《合同法》规定得更为严格，且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所以不应当适用《合同

法》。而在本案中浙江高院和最高院都认为《海商法》中货物控制权规定属于缺失状态，因此将《合同

法》第 308 条作为了判决的法律依据。因此，梳理货物控制权在我国法律中的具体体现，并明确《合同

法》第 308 条规定的权利的性质以及应当如何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适用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亟需讨

论和解决的问题。 
(三) 我国货物控制权相关规定 
1) 《海商法》 
《海商法》第八十九条“船舶在装货港开航前，托运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是，除合同另有约定

外，托运人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约定运费的一半；货物已经装船的，并应当负担装货、卸货和其他与此有

关的费用。”通常被认为是最为接近货物控制权的规定，但该条其本质是托运人在开航前单方面解除运

输合同的权利，并非货物运输途中托运人的变更解除权，与货物控制权相去甚远，亦即我国海商法中并

没有关于货物控制权的规定。《海商法》起草过程中主要吸收了《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的相关规

定，且自 1992 年通过后未有过修改，而在海上货物运输领域，2008 年通过的《鹿特丹规则》才首次以专

章形式规定货物控制权，因此我国海商法中没有涉及货物控制权制度也是《海商法》的制定背景所致[12]。 
2) 《合同法》第 308 条 
《合同法》第 308 条规定“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

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是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该条仅仅规

定了托运人单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及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执行指示遭受的损失，并未就承运人是否有抗辩权

作出规定。此外。该权利的权利性质究竟属于中途停运权还是货物控制权也存在许多争议，对于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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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途停运权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下卖方对抗买方的抗辩权，如英国《1979 年货物买卖法》第四十四

条所规定的卖方享有“运输中途停运权”，而《合同法》第 308 条规定在运输合同章节，调整的是运输

法律关系，即该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托运人和承运人，这也是与中途停运权的根本区别。此外，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中，针对第 308 条的解释指出：如果托运人或者提单持有人的指示不能执行

的，承运人应当立即通知托运人或者提单持有人。托运人或者提单持有人的这种单方变更或者解除权只

能在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行使，如果货物已经交付给收货人，则托运人或者提单持有人的这种变更或者

解除合同的权利即告终止。但是收货人拒绝接受货物的，或者承运人无法同收货人联系的，托运人或者

提单持有人可以恢复行使这种权利[13]。从该解释来看，立法机关显然也考虑到了指示无法执行的情况，

但并未将此体现在条文中，也未规定承运人应当如何抗辩及相应责任。同时该解释还将权利主体进一步

扩大为了托运人及提单持有人，结合该释义可知立法机关对于《合同法》第 308 条所规定的权利在性质

上更为接近国际通行的货物控制权。 
3) 《无单放货司法解释》 
在本案中，一审、二审法院都涉及到了对《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的适用，认为其中第九条是关于货

物控制权的规定，二审中浙江高院就以该第九条作为法律依据认为隆达公司在货物交付给收货人之前有

权向承运人发出改港或退运的指示。但顾名思义，《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目的在于解决无单放货问题，

其适用范围有限，且第九条也仅仅限于记名提单的情形，目的是为了保护承运人在根据托运人指示作出

变更后免于被持有记名提单的收货人追责，因此该条仅仅可被视为货物控制权的一点补充。 
(四) 《海商法》与《合同法》的衔接适用关系 
按照法的效力层次规则，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因此正常情况下《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在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领域应当优先于一般法《合同法》适用，但在《海商法》中货物控制权规定空白的情况下，《合

同法》可以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即《合同法》第 308 条具有适用效力。但问题在于《合同法》运

输合同章节是适用于运输领域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定，并未针对海上货物运输的特殊性作出特别安排，如

海上货物运输具有同一航次货主较多、航程预先拟定、航线相对固定等特殊性，完全按照《合同法》第

308 条赋予托运人单方变更解除权显然将严重影响承运人的正常营运和其他货主的利益，不符合实践常

理[14]。实践中也通常因托运人引用《合同法》第 308 条主张权利而引发纠纷，这是特别法规定不完善而

必须且只能适用一般法的弊端之一。 
在《合同法》第 308 条外，《合同法》总则部分同样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具有适用效力，总则部分

的规定体现了合同法的基本思想，其规定的诸如平等原则、公平原则、合同自由原则等基本原则是合同

法的立法准则，适用合同法中的具体法律规定不得违背这些基本原则，在本案再审中，最高院也指出忽

视海运实际情况，要求承运人无条件按照托运人的指示进行改港或退运明显显失公平，有违合同法的公

平原则。因此托运人依据《合同法》第 308 条规定行使权利时，承运人可以相应行使一定抗辩权，如果

变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将严重影响承运人的正常营运，则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

运的请求，但是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实现的原因。虽然在本案中基于公平原则引申出了承运人的抗

辩权，具体规则仍然十分不明晰，不论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双方当事人还是法官都缺乏指引作用。 

4. 我国货物控制权制度的完善思考 

(一) 确立货物控制权制度的路径选择 
对于货物控制权制度的确立应当规定在《海商法》中还是《合同法》中也存在一些争议。如上文所

述，在铁路、公路、航空等领域的国际公约中早已有较为成熟的控制权制度，货物控制权并非是仅能适

用于海运领域的制度，因此有学者主张在《合同法》中设立完善货物控制权制度的一般规定。但此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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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弊端在于围绕着控制权的增加而相应地需要对托运人、承运人的相关义务及赔偿责任进行修改，且

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提单制度，这些具有特殊性及连带性的规则修订应当放在特别法《海商法》中更为

妥善[15]。从本案中也可以看出，审理海事海商纠纷首要适用的必然是《海商法》，由于《海商法》中的

相关规定空白才选择适用《合同法》，但这只能作为个案例外，且直接适用《合同法》的条文与海运实践

出现严重脱节，导致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也就显然有悖公平原则，将货物控制

权此项关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履行的重要制度放置在《海商法》之外难免使得特别法的目标与作用落空。

因此，在《海商法》中设立货物控制权制度才能更好地解决法律适用冲突，也更符合海运实际需要，在

《海商法》(修订稿)第四章第六节中增设的货物控制权相关规定也印证了此种观点。 
路径选择问题之外，在我国航运已得到极大发展的当下，在《海商法》中增设货物控制权制度还需

要考量如何寻求船货双方的利益平衡，我国作为贸易大国，货主利益的保护仍然是一个焦点，货物控制

权制度也偏向于保护货主。对此许多船方对增设货物控制权制度就持反对意见，认为向承运人施加服从

控制方指示的义务会造成很大的混乱与不便，是与航运业务系统性脱节的，例如根据国际保赔协会的统

一规则，如果损失是由于承运人未在提单上载明的卸货港卸货造成的，保赔协会对此损失不予承保，若

控制方对承运人此种改港指示，则可能会使承运人承担较大的损失风险。因此控制权制度的增设会连带

许多相关制度的脱节，控制权制度的实现要依赖于整个航运界包括海上保险业的统一调整[16]。但就该反

对意见的疑虑，其实货物控制权的规则已有所包含，《鹿特丹规则》中就明确规定了承运人在执行指示

前，有权要求控制方提供适当担保，并在事后赔偿相应损失，因此即便保赔协会拒绝称霸，承运人所承

担的风险和损失也可以得到相应保障。司玉琢教授也指出，现行《海商法》是介乎于《海牙–维斯比规

则》和《汉堡规则》之间的折中方案，而《鹿特丹规则》生效前景未明，直接将其中的一些制度移植到国

内也存在一定疑虑，因此仍然维持现在的折中方案更可能被各利益相关方所接受[17]。亦即意味着要维持

当下船货双方利益平衡的局面，货物控制权制度必然不能大幅倾向于某一方，因而这种保护货方利益的

权利需要受到一定限制，即对于控制权的行使条件、指示内容等均应设定较为严格的条件。 
(二) 完善货物控制权的具体规则 
从立法技术上来说本身难以制定出涵盖所有问题的一部法律，遑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形势在《海商

法》生效后的这二十多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货物控制权制度也是在这期间逐步在海运领域得到应用。

归结问题的本质是本应由《海商法》调整的问题由于立法背景的原因而有所缺失，因此，虽然指出可以

适用《合同法》并要受到公平原则的限制，但鉴于《合同法》中的规定是适用所有运输领域的整体规定，

条文规定也十分宽泛，缺乏针对海上风险的特殊制度规范，用公平原则加以规制无法安定交易秩序，法

官也难以合理裁量，因规则的模糊而向一般原则条款逃逸反映的仍然是具体规则的缺漏[18]。因此，对于

货物控制权制度的确立依托于具体规则的完善。具体地，延续此前《海商法》对国际公约和国际航运惯

例的借鉴与吸纳，充分与国际接轨，将《鹿特丹规则》作为蓝本，《鹿特丹规则》作为海上货物运输领域

的专门公约，虽然未生效，但关于货物控制权的专章规定是一大亮点，其中对货物控制权作出了系统性

规定，包括控制权的行使和范围、控制方的识别和控制权的转让、承运人执行指示、视为交货、运输合

同的变更、向承运人提供补充信息、指示或文件以及协议变更七大部分。当然，《鹿特丹规则》所规定的

控制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提单的凭证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将控制权回转给托运人，而在什么情况

下控制权可以替代提单的凭证功能，以及控制方向承运人提供信息、指示或文件的义务是否会影响第三

方提单持有人如银行等必须承担提单项下的实质性义务等一系列相关问题[19]。将《鹿特丹规则》的规定

全盘照搬必然是不可行的，因此在具体结构及内容的借鉴上需作出必要改造，目的最终还是落眼在实现

对国际贸易中卖方的救济，一定程度上降低货物风险，维护交易安全，只是在不同的司法环境下通过略

有不同的规则达到同样的效果。对此，在具体规则上首先需要明确货物控制权、控制方的具体定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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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于不同运输单证情况下的控制方识别、控制权转让规则应当作出分类规定；再次，对于控制权行

使的条件及行使范围应当进行严格规定，《鹿特丹规则》对此采取的就是封闭性立法模式，严格限定了

控制权的权利范围，且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是控制方就货物发出的指示不得构成对运输合同的变更[20]；最

后，明确承运人的相关权利，包括当承运人无法合理执行或执行指示将妨碍承运人正常营运时，承运人

可以拒绝执行此指示，同时承运人可以要求控制方承担合理额外费用及损失或是要求其提供适当担保。 

5. 结语 

货物控制权制度作为一种降低交易风险的重要制度，在海上货物运输领域本应发挥良效，促进海运

秩序的稳定与高效，但此前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处于缺失状态，不仅在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给托运人和承

运人带来诸多争议与困扰，也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无所适从，难以准确适用法律规定，进而影响航运的

有序发展及司法公信力。因此，在《海商法》中确立货物控制权制度，并围绕其构建起尽可能完善的权

利义务体系，对于促进海运贸易发展，统一司法裁判规则，契合国际航运实践形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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